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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为了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税制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再分配效应，本文构建
了一个简单的新古典模型：通过代表性家庭的生产函数和税负函数，揭示了中国传统社
会税制结构的税负累退性；借助于帕累托分布函数，对家庭拥有的土地、家庭税前收入和
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进行了理论估算，并对税负参数的再分配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数
值模拟。主要结论包括：（１）只要基于“丁”或“户”的税负不为零，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税
制结构就必定是累退的；（２）不论哪种税收负担，均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但基于“丁”
或“户”的税收负担对家庭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有更大的影响；（３）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减轻
税负累退性，而且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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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同改革开放以来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一样，我国自秦汉以来持续两千余年的大一统政治体
制、超稳定微观结构和周期性治乱循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颇具独特性，同时也是一个极具
理论诱惑力和挑战性的学术命题。然而，尽管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史学资料丰富、文献浩如烟海，
但一方面，大多数文献缺乏系统经济理论或简洁理论模型的引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文献更多地
表现为史料堆积，不利于简化进而深化我们对有关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
多数史料典籍，更多地是“帝王将相”的纪传和历史大事件的记载，缺乏对“小家庭”和普通民众生
产生活方式的阐述，而正是后者才是我国传统社会微观结构的基础和经济学家更适宜的关注
对象。
毋庸讳言，这是存在诸多困难的研究目标，除非选取合适的角度并利用高度简化的理论方法。

也就是说，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献本已足够繁杂并充满争议，本文无意进一步增加这种繁杂性
和争议性，而是试图利用“经济理论”这一简化工具，在尽可能充分把握有关史料的基础上，选取合
适的角度和可行性方法，进行一种理论和方法上的尝试。不是每位学者都会认同这种方法（尤其
是在史学领域），不妨略作方法论说明：在历史长河中，无数事实可视为一个个的“点”，假定这些点
构成了一个连续函数或分布函数（所谓“基于史实”）；本文关心的是该连续函数的性质和形状（理
论经济史学），而不是具体的点（传统经济史学）；在数学或统计学上，连续函数上每一点发生的概
率均等于零。这意味着，本文的理论分析基于史实但不同于史实（恰好等于某具体史例的概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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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零），更多地是通过对史实的简化和提炼，探讨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或内在机理，而不是史实
本身。
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考虑到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小家庭”，其基本的生

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故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代表性家庭的生产函数，并通过将传统社会中家庭
的各类公共负担归结为“土地税”（所有基于土地要素的公共负担）和“人头税”（所有基于“丁”或
“户”的同劳动要素有关的公共负担），构建了一个税负函数，并对中国传统社会税制结构的基本性
质进行了考察。这是一个“新古典”式的高度简化的理论模型，主要结论包括：只要“人头税”不为
零，那么传统税制结构就是累退性的；技术进步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减轻税负的累
退性。
为了进一步考察传统税制结构的再分配效应，本文通过假定每个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服从帕

累托分布，对税负参数的再分配效应进行了考察。主要发现包括：其一，对于家庭纯收入的基尼系
数来说，“土地税”的影响有限，但“人头税”却有着极强的再分配效应；其二，在既定的税负参数下，
技术进步能够降低家庭纯收入的基尼系数、缩小收入差距；其三，再分配政策不仅决定了分配公平
和社会公正，而且能够对经济效率甚至社会稳定产生重要甚至决定性影响。
本文的主要创新是：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一个简洁的理

论模型；在缺乏微观数据（更谈不上跨越数千年的面板数据）的情况下，采用帕累托分布对传统社
会的要素分布进行了近似，并对传统税制结构中的税负累退性及其再分配效应进行了理论推导；
运用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和参数估算，对中国传统社会若干重要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或进行了重
新评估，提供了一幅相对简洁并接近史实的“画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文是理论史学的一种新
尝试，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中国传统”或“中国特色”的理解，同时也能对我国目
前的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农村土地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等重大问题提供些许启发。

二、分析框架和模型设定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生活方
式。例如，早在先秦时期，不同文献记述的“井田制”即以家庭为单位，《汉书》曾予简要总结：８户家
庭，各耕种１００亩，另有２０亩地作为宅基地、８０亩作为共同耕种的“公田”①（每户私田１００亩、公田

１０亩，暗合“什一”税负）。而秦国的“商鞅变法”，更是采取多重措施（如惩罚性税收、法律强制等）
鼓励甚至强制“分家”，如先后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二十四史·史记·商君列传》），并随着“统一六国”、“汉承秦制”，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
传统。每户一个成年男性的这种“小家庭”，既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经济，又与西方近现代依
托个体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生产方式有别。正因如此，同始于新古典经济学（如马歇尔）的
“代表性个体”（代表性消费者或代表性厂商）的理论传统不同，本文将“小家庭”作为经济活动的
“代表性个体”或微观主体。
从生产活动的投入或生产要素看，古典经济学在生产的诸多决定因素或影响因素中提炼出了

土地、资本和劳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或称《资本论》第四卷）对古典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
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和批判性思考；新古典经济学则渐趋将其简化为资本和劳动，如马歇尔就曾
指出：“从个别耕作者的观点来看，土地不过是资本的一种形态而已”②。本文认为，古典经济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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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方一里，…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二十四史·汉书·食货志》）。
《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８９～１９０页。



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以工业化初期和生产要素相对自由流动的竞争性市场为时代背景，而中国传统
社会则存在很大不同：其一，资本投入有限，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于土地和劳动投入；其二，“溥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它们分别决定了“土地”和“劳动”这两
种生产要素在产权方面的不完备性，即政府部门可以对其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
和处置权等施加一定的影响，土地和劳动的最终收益与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有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这种“非竞争性”的要素市场结构，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效率”与“公
平”问题不能完全依赖于现有经济理论，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是收入平等、税收负担等经济活动或政
府政策的最终结果，则基本可以不受上述局限的影响，此亦为本文的研究得以成立的理论依据。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选取“家庭”作为微观主体和研究对象，假定家庭生产使用土地和劳动两

种生产要素。同时，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每个人能够有效耕种的土地面积存在上限，且大
部分历史时期全国人口在３０００万人～６０００万人之间波动①等因素，假定该家庭的生产函数对于
要素投入的规模报酬不变，即Ｙｉｔ＝ＡｔＫθｉｔＬ１－θｉｔ ，其中Ｙｉｔ为代表性家庭ｉ的总产出，Ｋｉｔ和Ｌｉｔ分别为
土地投入和劳动投入，Ａｔ为外生的技术水平（假定不同时代略有不同，但同时代的每个家庭均视其

为外生的固定参数）。标准化Ｌｉｔ ，分别以ｋ＝ＫＬ
、ｙ＝ＹＬ

表示代表性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和获得

的总产出，并省略下标，则生产函数可简记为：

ｙ＝Ａｋθ （１）

对于代表性家庭而言，Ａ和θ都是固定的参数，但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将有所不同，是下文探
讨税收再分配效应时的重要参数。
在中国传统社会，代表性家庭承担的公共负担有多种形式，如贡赋租税、征战治安、戍边守墓、

修路筑堤、衙役运粮、社区管理等等，不妨结合上述土地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将其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同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有关，一类同家庭本身有关（即以“丁”或“户”为“税基”；若假定每户成
员结构相同，则从税负的角度“丁”与“户”并无区别）。为简化分析，不妨分别称之为“土地税”和
“人头税”（一种理论上的概念，包括力役摊派等），分别记为ｔｋ 和ｔｌ。土地税通常是产出的一定比
例（假定税率为τｋ），对于拥有ｋ亩土地的家庭（其产出为ｙ）而言，其承担的土地税数额为：ｔｋ ＝
τｋｙ＝Ａτｋｋθ；人头税按“丁”或“户”征收，一个代表性家庭承担的数额为ｔｌ，故代表性家庭承担的总
税负或家庭税负函数为：

ｔ＝ｔｋ＋ｔｌ ＝Ａτｋｋθ＋ｔｌ （２）

首先考察家庭面临的总税负及其同模型参数的关系。由生产函数（１）式和税负函数（２）式可

知，收入为ｙ、总税负为ｔ并拥有数量为ｋ的土地的家庭，其平均税率为：ｔｙ ＝τｋ＋ｔｌＡｋ
－θ。由于

ｔｌ≥０、Ａ＞０和０＜θ＜１，故有：


ｋ
ｔ（ ）ｙ ＝－ｔｌθＡｋ

－（１＋θ）≤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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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逃匿荫附户数的不同，再加上战争期间死亡和逃匿人口难以准确统计，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总量估算
历来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商末周初约为１０００万人、东周末年约为３０００万人。秦汉至宋初，中国人口总量大致在１０００万人～
６０００万人之间，其中高点（有史料记载）分别为西汉元始二年（公元２年）的５９５９．５万人、唐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年）的５２９１．９万人，

低点为三国时期的７８０万人。考虑到承平时期和战乱年代的政府部门行政能力，人口高点相对可信、低点则不可信；至少从理论
的角度，本文愿意把３０００万～６０００万人的估计数视为大部分时期的均衡人口水平（人口可能会暂时低至１５００万人左右，但应该
不会成为稳定的均衡水平）。



这意味着，除非人头税ｔｌ＝０，否则家庭面临的税负必定是累退的：一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越多
（从而收入越高），那么它承担的平均税率就越低。不仅如此，由Ａ＞０和０＜θ＜１可知：

２

ｔｌｋ
ｔ（ ）ｙ ＝－θＡｋ

－（１＋θ）＜０ （４）


Ａｋ

ｔ（ ）ｙ ＝ｔｌθＡ２ｋ
－（１＋θ）≥０ （５）

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个家庭面临的总税负不仅是累退的（相对于其拥有的土地数
量），而且这种累退性随着人头税ｔｌ 的提高而增加。当然，技术进步能够减轻其累退性，但由于农
业技术进步的缓慢，它对于我们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税负累退性的变动有帮助，但对于缓解某特
定时期的税负累退性，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此外，基于上述模型设定，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普通家庭的收入从而生活状况。由于中国传

统社会中的大部分家庭，其生产生活方式近似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的状态（尤其是在汉高祖
刘邦“困辱”工商业者、汉武帝刘彻以“告缗”打击工商业者、以盐铁等生产生活资料实行国有化或
国家专卖制度之后，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更多地依赖于家庭农副业和家庭手工业、而非专业化分
工），故总收入扣除总税负后的税后家庭收入，可约略视为家庭纯收入，其数额为：

ｒ＝ｙ－ｔ＝ （１－τｋ）Ａｋθ－ｔｌ （６）

即家庭纯收入（ｒ）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土地数量ｋ）、技术参数 （Ａ，θ）和税负参数 （τｋ，ｔｌ）。
降低土地税税率（τｋ）可以减轻家庭总税负、提高家庭纯收入，而减少人头税税额（ｔｌ）则不仅有助
于减轻家庭税负，而且能够缓解税负累退性，对收入均等和分配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然而，在
传统典籍文献中，学术界（如儒家学者）往往把降低土地税视为“基本制度”方面的善政，而把临时
性公共支出增加引发的ｔｌ提高，归因于某个别帝王的“荒淫暴虐”，在制度设计中过于强调前者而
非后者，在历史上造成了多次“制度性”灾难。
譬如两汉魏晋时期，土地税税率首次降至如此之低（甚至低于儒家学者眼中夏商周时期的“什

一之税”），但社会分裂竟如此之重：一方面，东汉魏晋，世族崛起，穷富阶层的社会分裂在中国历史
上几乎最为严重；另一方面，自东汉末年起，黄巾之乱、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对峙（南北朝）等，
中国社会陷入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乱频仍、政局动荡、民众困苦的“大分裂时代”①。其主要
原因是：尽管较低的土地税能够减轻家庭总税负，不失为承平时期的善政；然而，一旦发生战争战
乱，为满足临时性公共支出的急速上升，提高ｔｌ往往会成为政府的首选，②从而不仅会导致家庭总
税负的增加，而且会造成税负累退性的急剧恶化。对此，后文将做进一步分析。

三、传统税制结构的再分配效应

对于上述以“小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方式、土地税与人头税相结合的税制结构和再分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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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公元１８４年（甲子）黄巾之乱算起，至５８９年隋文帝灭陈实现南北统一，此次大分裂时代竟长达４０５年之久（仅魏晋
南北朝亦达３６９年），不仅远远超过唐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公元９０７－９６０年），而且也超过了早期的战国时期（公元前４７５－前

２２１年）。

战乱时代，人头税较土地税更容易增加、进而造成税负累退性恶化的原因至少包括：其一，战乱时代，土地统计往往比人
口统计更为困难，加征人头税的交易费用相对更低；其二，按照本文的定义，各类力役摊派大多属于本文定义的“人头税”，大规模
征兵等本身就意味着人头税的增加；其三，战争需要投入青壮年劳动力，必定造成农业生产力的下降（供给冲击）；式（５）表明，技术
进步有助于缓解税负累退性，这意味着供给冲击不仅会降低农业产出（从而减少家庭收入），而且会导致税负累退性的恶化。



度，我们对各参数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感兴趣。由于微观数据的缺乏，为简化分析，假定每个家庭拥
有的土地数量服从参数为α的帕累托分布①，即ｋ～Ｐ（ｋ０，α），相应的概率密度函数和累积分布函

数分别为ｆ（ｋ）＝αｋα０ｋ－（１＋α）和Ｆ（ｋ）＝１－ ｋ
ｋ（ ）０

－α
。其中，α大于１且小于某个正数，ｋ０是家庭拥

有的最低土地数量，不妨视之为满足生存口粮之需的最低耕种面积。由帕累托分布的性质可知，
若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服从帕累托分布ｋ～Ｐ（ｋ０，α），则由ｙ＝Ａｋθ可知，家庭产出同样服从帕累

托分布，即ｙ～Ｐ　Ａｋθ０，α（ ）θ 。

由帕累托分布的性质可知，若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服从帕累托分布ｋ～Ｐ（ｋ０，α），则土地分布

的基尼系数为Ｇｋ ＝ １
２α－１

；同理，由ｙ～Ｐ　Ａｋθ０，α（ ）θ 可知，家庭税前收入（等于家庭总产出）分布
的基尼系数为Ｇｙ＝ θ

２α－θ
。由于α＞１（帕累托分布的性质）、０＜θ＜１（假定生产函数为不变规

模报酬），故有Ｇｙ
Ｇｋ ＝

２αθ－θ
２α－θ ＜

１，即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和初次分配所产生的收入分

配不均等程度，至少在理论上要小于土地分配的不均等程度。
引入土地税和人头税后，家庭纯收入为ｒ＝ｙ－ｔ＝（１－τｋ）Ａｋθ－ｔｌ，其概率密度函数、累积分

布函数从而基尼系数的直接推导过程略为繁杂。为简化计算，不妨把家庭纯收入分为两部分：ｒ＝
ｅ－ｔｌ。其中ｅ＝ （１－τｋ）Ａｋθ是缴纳土地税之后、尚没有承担人头税之前的家庭收入（仅为简化计
算，除儒家学者眼中的先秦时代，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至于人头税ｔｌ，如前文所述，假定它对于
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相同的参数②。对于ｅ＝ （１－τｋ）Ａｋθ，由ｋ～Ｐ（ｋ０，α）和帕累托分布的性质可
知，它同样服从帕累托分布，即ｅ～Ｐ（（１－τｋ）Ａｋθ０，α／θ），由此不难得到ｅ的基尼系数Ｇｅ和均值μｅ：

Ｇｅ ＝ θ
２α－θ

（７）

μｅ ＝
α（１－τｋ）Ａｋθ０
α－θ

（８）

由于ｒ＝ｅ－ｔｌ且假定每个家庭的人头税ｔｌ相同，故有μｒ ＝μｅ－ｔｌ。利用μｅ、μｒ、Ｇｅ和基尼
系数的计算公式，可以很方便地求得家庭纯收入的基尼系数Ｇｒ，推导过程如下：
由于家庭纯收入ｒ＝ （１－τｋ）Ａｋθ－ｔｌ含有一个减项（即－ｔｌ），故难以利用服从帕累托分布的

随机变量之间的关系直接得到基尼系数表达式，而利用连续型随机变量分布函数推导基尼系数的
过程又略显繁琐。考虑到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数量众多，将家庭纯收入视为连续变量或离散变量
并不会造成最终结果有多少不同，故可利用这种关系简化推导过程。根据基尼系数的定义，ｒ和ｅ

的基尼系数分别为Ｇｒ＝ １
２　Ｎ２μｒ∑

Ｎ

ｉ＝１∑
Ｎ

ｊ＝１
ｒｉ－ｒｊ 和Ｇｅ＝ １

２　Ｎ２μｅ∑
Ｎ

ｉ＝１∑
Ｎ

ｊ＝１
ｅｉ－ｅｊ ，其中Ｎ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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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选择帕累托分布作为家庭土地数量分布的原因主要包括：其一，为了生产出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口粮，应该存在一个最低
的家庭土地拥有量。其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基于小家庭的“小农经济”，一方面，大部分农村居民拥有维持简单再生产或略有
节余所需要的土地数量；另一方面，不仅总会存在拥有较多土地数量的家庭，而且由于中国疆域大、区域有别，即使在均田制下也
存在人口稠密地区“授田不足”问题，从而，帕累托分布不啻为一种合乎实际情形的合理近似。其三，帕累托分布自身的优良性质，

有助于简化我们的模型化分析。

假定ｔｌ为固定参数的理由主要有：从理论上讲，本文探讨的是土地分布和传统税制结构所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有意义
的是ｔｌ在不同时期的变动、而不是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从现实背景看，秦汉以来的“小家庭”为特征的时代背景、以“丁”或“户”为
单位的征收方式，使得视每个家庭缴纳相同的人头税是一种合乎史实的合理假定。



是家庭总数量。将ｒｉ＝ｅｉ－ｔｌ和μｒ ＝μｅ－ｔｌ代入Ｇｒ得：

Ｇｒ ＝ １
２　Ｎ２（μｅ－ｔｌ）∑

Ｎ

ｉ＝１∑
Ｎ

ｊ＝１
（ｅｉ－ｔｌ）－（ｅｊ－ｔｌ）

　 ＝ １
２　Ｎ２（μｅ－ｔｌ）∑

Ｎ

ｉ＝１∑
Ｎ

ｊ＝１
ｅｉ－ｅｊ 　 ＝ μｅ

（μｅ－ｔｌ）
Ｇｅ （９）

显然，Ｇｒ≥Ｇｅ＝Ｇｙ（当且仅当ｔｌ＝０时等号成立），即家庭（税后）纯收入的基尼系数大于税前
收入的基尼系数，按“丁”或“户”征收的人头税加大了收入分配不均等。将连续变量情形下的Ｇｅ＝
θ

２α－θ
、μｅ＝

α（１－τｋ）Ａｋθ０
α－θ

代入Ｇｒ，不难得到Ｇｒ的表达式以及再分配政策参数（τｋ，ｔｌ）与Ｇｒ的关

系：Ｇｒ
τｋ ＞

０，Ｇｒ
ｔｌ ＞

０。同时，由于Ｇｒ
Ａ ＜

０，技术进步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四、数值模拟

为便于直观理解，不妨“构造”一个演示性的例子，并据此估算政策参数同主要被解释变量的
基尼系数的关系。考虑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度量衡的差异（如尺、步、亩之间的换算关系乃至其
自身的大小，就存在很大不同且充满学术争议），此处以战国时期李悝（公元前４５５－前３９５年）的
估算①为例；值得庆幸的是，李悝仅仅５０个字的估算，就为我们的数值模拟提供了除θ外的所有参
数值。按照李悝的估算，假定百亩之田是家庭拥有土地的均值（即μｋ ＝１００亩），而每户所需口粮
大致相当于６０亩产量（即ｋ０ ＝６０亩），则由帕累托分布的性质可知，若ｋ～Ｐ（ｋ０，α），则ｋ的均值

为μｋ＝
αｋ０
（α－１）

，即α－１
α ＝ｋ０

μｋ
＝０．６，这意味着α＝２．５。

　　表１ 税负参数 （ｔｋ，ｔｌ）与家庭纯收入的基尼系数 （Ｇｒ）

Ｇｒ

人头税 （ｔｌ）

ｔｌ ＝０
ｔｌ ＝１５石

τｌ ＝１０％

ｔｌ ＝３０石

τｌ ＝２０％

ｔｌ ＝４５石

τｌ ＝３０％

ｔｌ ＝６０石

τｌ ＝４０％

土地税

（ｔｋ ）

ｔｋ ＝０ ０．１７６５　 ０．１９９８　 ０．２３０２　 ０．２７１５　 ０．３３０９

ｔｋ ＝１５石

τｋ ＝１０％
０．１７６５　 ０．２０２８　 ０．２３８２　 ０．２８８８　 ０．３６６５

ｔｋ ＝３０石

τｋ ＝２０％
０．１７６５　 ０．２０６６　 ０．２４９１　 ０．３１３７　 ０．４２３５

ｔｋ ＝４５石

τｋ ＝３０％
０．１７６５　 ０．２１１８　 ０．２６４７　 ０．３５２９　 ０．５２９４

ｔｋ ＝６０石

τｋ ＝４０％
０．１７６５　 ０．２１９１　 ０．２８８８　 ０．４２３５　 ０．７９４１

　　至于柯布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的参数θ，考虑
到“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土
地的重要性，不妨令θ＝
０．７５，这 意 味 着 Ｇｋ ＝
１

２α－１ ＝ ０．２５、Ｇｙ ＝

Ｇｅ ＝ θ
２α－θ＝

０．１７６。另

外，按照李悝关于户均口粮
的估算，可知ｙ０ ＝Ａｋθ０ ＝
９０石。由此我们得到了数
值模拟所需要的所有参

数，即 （Ａｋθ０，α，θ）＝ （９０，

１３

① 李悝曾为魏文侯算过这样一笔账：“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
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二十四史·汉书·食货志》），即五口之家，户均百亩，粮食总产量为１５０石，其中

９０石为口粮（相当于６０亩的产量），不妨视之为当时魏国的均衡水平，它意味着ｋ０＝６０（亩）。由于当时魏国应仍为“六尺为步，百
步为亩”，每亩约相当于现在的０．２８８市亩（参见梁方仲（１９８５）、吴慧（１９８５）的考证），即ｋ０≈１７．２８（市亩）。当然，此处考察的对
象是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当时的一亩究竟有多大，并不会影响本文的分析结果。



２．５，０．７５）。代入（８）式可求得μｅ（τｋ），代入（９）式并利用Ｇｅ ＝
θ

２α－θ
，即可得到税负参数 （τｋ，ｔｌ）

与家庭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对应关系：Ｇｒ（τｋ，ｔｌ）。数值模拟结果如表１所示①：
上述简单数值模拟表明，其一，只要人头税为零，那么不论土地税如何变化，家庭纯收入的基

尼系数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这与前述理论模型的分析完全一致；其二，同土地税相比，人头税具
有更显著的再分配效应，人头税税负的增加能够造成收入差距的急剧恶化：当土地税税率由１０％
（低税率）增至４０％（较高税率）时（假定人头税税率τｌ ＝１０％ ），家庭纯收入的基尼系数Ｇｒ 仅从

０．２０２８略增至０．２１９１（增加了８．０％）；然而，当人头税发生相同增幅时（同样假定土地税税率τｋ ＝
１０％ ），该基尼系数则由０．２０２８大幅增至０．３６６５（增８０．７％）。由此也可以看出，尽管土地税有助
于纾缓民困，但无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以两汉为例，按照上述参数值（假定τｌ ＝１０％ ），当土地税从
儒家学者理想的“什一”（τｋ ＝０．１）降至汉代“十五分之一”（τｋ ＝０．０６６７）甚至“三十分之一”
（τｋ＝０．０３３３）时，家庭纯收入的基尼系数只不过从０．２０２８略微下降为０．２０１７和０．２００７，收入差距
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土地税和人头税的再分配效应的大小，我们可以进一步估算当再分配参数

（τｋ，τｌ）发生变化时家庭纯收入的基尼系数的相对变化程度，如表２所示：

　表２Ａ 土地税与基尼系数 （Ｇｒ）的变化 单位：％

ΔＧｒ
Ｇｒ

×１００％
人头税 （税率τｌ）

τｌ ＝１０％ τｌ ＝２０％

土地税

（税率τｋ）

τｋ：０→１０％ １．５　 ３．５

τｋ：１０％ →２０％ １．９　 ４．６

τｋ：２０％ →３０％ ２．５　 ６．３

τｋ：３０％ →４０％ ３．４　 ９．１

　表２Ｂ “人头税”与基尼系数（Ｇｒ）的变化 单位：％

ΔＧｒ
Ｇｒ

×１００％
土地税 （税率τｋ）

τｋ ＝１０％ τｋ ＝２０％

人头税

（税率τｌ）

τｌ：０→１０％ １４．９　 １７．１

τｌ：１０％ →２０％ １７．５　 ２０．６

τｌ：２０％ →３０％ ２１．２　 ２５．９

τｌ：３０％ →４０％ ２６．９　 ３５．０

　　表２表明：其一，对于相同的税负增幅，人头税对于基尼系数的影响远远超过土地税；其二，土
地税和人头税的增加，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相互强化的作用：随着人头税税率的提高，土地税税
率的提高会导致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的更大增加，反之亦然。当然，这里只是演示性例子，重在揭示

其内在机制。此外，正如前文理论模型所示，由于Ｇｒ
Ａ ＜

０，中国传统社会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缩小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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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１中的税率，主要是演示性数值模拟所需。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看，不同时代变化较大。它一方面取决于公共支出需
求，另一方面取决于家庭产出中扣除生存所需的口粮之后的剩余情况。其中，后者（剩余产出）是更基础性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
决定了税率的可持续性。按照孟子关于“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章句》）

的说法，夏商周时期的均衡税率约为１０％（不包括每年每丁的三天力役），但史料典籍中多有例外，如春秋战国之交的鲁哀公（前

４９４－前４６８年在位）在回应孔子七十二贤之一的子有（有若）关于推行“彻法”的政策建议时，曾表示２０％的税率尚不足够，即“二，

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论语·颜渊篇》）；其后，随着产出水平的提高，仅土地租税即可达到总产出的５０％左右，如魏晋时期
的屯田（官田）“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二十四史·晋书·列传第十七·傅玄》），这意味着农
业生产力必定有了一定的提高，才能负担得起租税的增加。本部分的数值模拟，相关参数主要参考李悝的估算，而李悝和孟子等
对战国时期的家庭产出剩余的估算很接近，大约均为总产出的４０％左右，如：李悝（参见前注）认为总产出１５０石中９０石为口粮，

这意味着家庭的产出剩余为６０石或总产出的４０％；孟子曾指出“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章
句》），这意味着对于五口之家大约有３７．５％的剩余。这意味着表１中的土地税和人头税两项之和应该低于４０％（税率）或６０石
（税额），否则将超出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进而影响有关参数）；我们将其取值范围均设定为０至４０％，主要是为了数值模拟演示
和比较分析。



收入分配差距。由此不难推断，就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通家庭而言，至少从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来
看，隋唐应好于秦汉、两宋应好于隋唐。

五、经验检验

同纷繁复杂的中国历史长河相比，本文的新古典框架和基本理论模型似乎显得过于简单，但
仍可以对历史上的诸多现象做出比较好的解释，这正是“理论”的魅力与优势。不妨选择几个人们
熟悉的历史案例，运用前述模型予以简要分析；它是理论模型的一种应用，又是一种检验。

（一）人头税（ｔｌ）：以秦隋为例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简略言之，商周奠定了疆域人文基础（如诸子百家）、秦汉打造了“硬实力”

（政治行政架构和国家治理体系）、隋唐整合了“软实力”（人才科举、南北融合等）、两宋激活了微观
经济主体活力，等等。其中，汉唐均承前朝（秦隋）旧制，国祚持久（两汉前２０６－２２０年计４２６年、唐

６１８－９０７年计２８９年），但其前均为短命王朝（以统一论，秦为前２２１－前２０６年计１５年、隋为５８１
－６１８年计３７年）。不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还是政府效率和军事能力，秦隋绝不逊于
汉唐，其立国不久即陷入土崩瓦解，税负的增加、累退性的增强和收入差距扩大等是不可忽视的
重要因素。秦始皇、隋炀帝都有着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政府支出甚重，如前者之修长城建驰道、
筑离宫造墓园、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祭泰山巡天下，后者之建东都凿运河、西平吐谷浑东征高句
丽、三游扬州两巡塞北等等，莫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甚至倾全国之力，必定造成ｔｌ的大幅度增加。
总税负的提高及其累退性的增加，必定扩大收入差距、增加人们的税负尤其是拥有土地较少的穷
户的税负，甚至威胁到基层民众的生存。为避税负或求生存，逃亡、流盗甚而聚众反抗，使得税基
缩小、支出扩大，公共收支陷入恶性循环、整个社会陷入动荡，此为强盛如秦隋者迅速衰亡之重要
缘由。
与之相反的例子也不少。例如东晋与南宋，军事相对羸弱，偏安江南一隅，很少能赢得南北战

争，然而却能在乱世之中维持相对较长时期的稳定：相同的制度，西晋只有５０年国运、东晋却维持
了百余年之久（在大分裂时代实属难得）；南宋军事羸弱，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却用了近半个
世纪才最终征服。这似乎是难以解释的现象，但利用本文模型却可以给出一种相对可信的解释。
东晋南宋时期，大部分南北战争发生在淮河流域、战火很少燃烧到长江南岸，且不少战争属于“自
筹资金”，政府的公共支出相对较少，故人们的税负较轻，ｔｌ较低，从而不存在严重的税负累退性和
收入差距问题。尤其是南宋，由于主流社会不崇尚战争（三国时期的蜀吴则不同，不断对曹魏作骚
扰性攻击，徒耗民力国力），小农家庭的税负及其累退性更轻，社会相对和谐、人民对政府或存感念
之情，由此也可看出，南宋抗元、南明抗清，普通民众的抵抗意志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二）土地税（ｔｋ）：两汉魏晋的教训
两汉的土地税税率（τｋ）很低，虽然有助于降低税负，但同时也意味着税收政策基本失去了调

节收入分配的能力。不仅如此，由于皇亲外戚、勋贵豪族、门阀世家通常享有税收豁免权，因而即
使是在承平时期，其税制结构实际上也是累退的；一旦发生需要巨额公共支出的事项，则要么加征

ｔｌ而导致税负累退现象的恶化，要么借助于有损公正或微观市场活力的非正常手段，如汉武帝时期
的“告缗”和“盐铁官营”等，东汉时期更是有多位皇帝醉心于“做买卖”，“卖官卖爵”不时成为政府
“合法”增收手段。这是一种看似公平公正、却隐含极大不公正的基本制度安排。尤其是东汉时
期，刘秀建国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世族豪门结盟，后者渐次拥有了超越多数民众的经济特权、政治
特权和社会地位，终于把中国带入了一个讲求出身门第的时代，魏晋时期更趋严重。这种制度安
排，一旦陷入政局动荡、战乱频发时代，必定造成税负累退性和分配不公的恶性循环，如普遍的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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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逃避税收）、荫附（豪族不纳税）现象，引起税基进一步缩小和税负累退性进一步恶化，①世族豪
门的社会经济政治特权进一步加强②。
庞大的公共支出和缩减的税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财政困境之一。北魏孝文帝推行均

田制的初衷之一，就是扩税基。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北魏初期并无公共财政概念，官员无薪
酬、收入靠劫掠等；最初对南迁鲜卑部族授田，就是为了让人们定居、纳税、服役。其后北朝政权更
迭大多源自宫廷政变，国家基本制度和政府政策有着一定的连续性，最终随着隋朝灭陈统一中国，
均田制逐渐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并盛行于唐朝初中叶。均田制对政府行政能力有较高的要
求，如准确统计户籍地册、每年根据人口变化调整田地等，故不少学者认为均田制助长了中央集权
和土地国有化，而对其持有争议。暂且不论效率（非本文考察对象），至少就公平而言，隋唐均田制
对于矫正两汉魏晋时期的制度缺失功莫大焉！更重要的是，隋唐针对土地要素的“均田制”、针对
“劳动”要素的科举制等，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微观结构的转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是由魏晋门阀制
度向两宋“市民社会”转化的一种必要过渡。

六、结　语

大一统的中国传统社会，一方面为现实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另一方面也为学术界留
下了丰富的史料。现有的经济史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史实的挖掘，但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异常复杂、
历经多次变迁，兼典籍文献丰富而散乱、古汉语过于简略而有歧义等，史学研究的分歧似乎多于共
识，很多时候难以为其他学科提供一种易于理解和交流的史学支撑。本文的研究目的不在于经济史
本身，而是试图提供一种视角、一种简化方法、一种“基准”，正如“完全竞争”一样：现实社会永远不存
在“完全竞争市场”，但这种简化提供了一种“基准”，有助于简化并深化我们对市场机制的理解。
本文提供的是一种高度简化的新古典框架，但仍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的

公平效率含义，尤其是小农经济中的普通家庭的生产生活方式、收入水平和分配公平，提供了具有
一定启发意义的角度和思路，同时也为我们理解更复杂的历史事例提供了一种参考基准。本文的
主要发现包括：只要人头税不为零，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税制结构就必定是累退的；不论是土地税
还是人头税，均会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家庭纯收入的基尼系数增加）；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减轻税收
的累退性，而且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本文是理论史学的一种新尝试。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作为一门基础学科，经济史学不仅是

一门历史悠久、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学科，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学人能够走出去与国
际学术界平等交流的人文学科之一。近几年，尽管经济史学也有了诸多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创新，
如计量史学（但囿于数据可得性，往往局限于明清民国时期），但毋庸讳言的是：在人文社会学科最
需要经济史学支撑的时候，并没有拿出太多见容于主流经济理论框架、进而便于跨学科交流的学
术成果。本文是理论经济学者进行的史学尝试，试图采用一种立足史实而相容于理论，同时又能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数据可得性限制的研究方法。当然，作为一种尝试，本文必定会存在这样或那
样的问题，望能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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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ｏ．９，２０１４

①

②

如三国时期的户数和人口数，蜀（２６３年）、魏（２６３年）和吴（２８０年）分别仅为２８万户和９４万人、６６万户和４４３万人以及

５３万户和２３０万人（梁方仲，１９８５，第４页），其中既有战乱死亡因素，亦有逃匿、荫附因素。无论如何，均意味着税基的缩减。

魏晋世族权势，王敦、王导堂兄弟可窥端倪。东晋政权的建立，琅琊王氏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中
国传统社会，谋反属于重罪，是可以“诛三族”甚至“九族”的为数不多的罪名之一。然后，王敦叛乱，把东晋王朝搅了个底朝天，其
堂弟王导却可以继续安然做官；皇室为收拢其心，王敦病故后甚至还加进王导为太保（若诛三族，王敦、王导的堂侄王羲之定受株
连，也就没有了《兰亭序》）。此类事例，似乎只能发生在魏晋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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